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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语文化编码蠡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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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Ｎ级编码的深入解码，揭示“?”语深层逻辑关系：“?”，从“方人”从“斤”，“方人”具有“分类聚众”之符

号功效，而“斤”则是古代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蠡测，“?”做为古代的一种旗帜，原初的功用应是号

令全民聚集，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祈求部族人口繁多茂盛。而远古人们常常在“?”上画生殖象征意义的“交龙”，或悬能

通过视听功效，与神力沟通的“铃”以实现这一原始功效。

关键词：Ｎ级编码；《尔雅》；“有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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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祭祀特权和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使中国古代旗文化特别丰富，“旌?”在先秦古籍中随

处可见。《周礼·春官·司常》载“九旗”：常、?、旃、物、旗、韄、蒠、阩、旌。至清代，大经学家孙诒让力

主五正旗四通制说：九旗之中，常、?、韄、旗、蒠为旗帜，旌、阩、旃、物是用来区分各种旗帜等级的通制。

《尔雅》是上古产生的第一部汉语辞书［１］和最完整、最系统的名书［２］９，１９。《释天》中收录了一组“旌

?”语汇，内含《周礼》“五旗”：“蒠、旆、旌、?、韄、旃”，或孙氏“三正旗”（蒠、?、韄），“二通制”（旌、

旃）。但《尔雅》“有铃曰?”与《周礼》“交龙为?”明显出入。孰是孰非，仅以传统文献训诂、解码，难于

辨识。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文化文本的Ｎ级编码理论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图像、甲骨文、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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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证据的对比观照，可对“?”语进行蠡测，深究“?”语背后的文化蕴涵和古人的思维脉络。

一　“大、小传统”与Ｎ级编码论
１９５６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从社会空间内部将较复杂的文明划分为“大、小传统”：大传

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的，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

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３］。面对雷氏“大、小传统”理论这种类似于“上智下愚”的

二元分类框架，叶舒宪从纵向历史维度修正雷氏理论，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新划分大传统和小传统，

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４］。以历史时间的长度

为标准、从汉字书写系统的有无视角判断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能有效区分两者之间的内涵与外

延，更好地双向审视两者关系：“大传统对于小传统来说，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或者说

是原生与派生的关系。反过来讲，小传统之于大传统，是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换一种说

法：后起的小传统倚重文字符号，这就必然对无文字的大传统造成遮蔽。”［３］为了对文字书写的小传统

察源知流，叶舒宪先生提出要以 Ｎ级编码理论，在大传统的根深叶茂中寻找文化文本完整的编码程
序链。

文化文本的Ｎ级编码理论是２０１２年年末，叶舒宪先生在鲁迅文学研究院的一次讲座上提出的理
论。随后，他在广西民族大学、江西科技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进行相关讲座，不断运用和完善该理论。

具体而言，他将前文字时代的文物与图像编码，即史前大传统的图像表现视为一级编码。这一时期，古

代先民以造型方式，如绘画、雕塑、雕刻等体现其崇拜对象及文化价值；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字和象形

文字汉字则为再编码或二级编码；用汉字书写下来的早期经典、典籍为三级编码；后世作家的创作就是

Ｎ级编码。很显然，Ｎ级文化编码理论按时间顺序对文化文本进行编码，有利于我们在先于和外于文字
记录的大传统中找到文字文本的原编码和文字想象的史前根源，从而突破传统文字训诂研究离开文献

就无法考释的局限，为文字研究提供新观点和新方法。

二　“?”语初探：“方人”与“分类聚众”
《说文·方人部》：“?，旗有众铃，以令众也。从方人，斤声”，表明我们要识别以“方人”为意符的“?”的

庐山真面目，首先弄清楚“方人”的意蕴。粗略观之，甲骨文中以“方人”为形旁的词与高扬的旗帜相关：

方人： 像古代旗帜迎风招展的样子。

籠： 像人（或小孩）举着旗子走的样子。

旅： 在旗帜的引导下，跟着许多人，他们在向前进。

旋： 即止（脚）。表示脚围绕着旗帜来回走。……又引申为回、归［５］２００。

远古时代，因文字尚未发明或普及，初民们常采用一些具体可感、视而可见的符号作为分类把握宇

宙各类事物的工具，高扬的旗帜最普遍地被作为区别他我、分类聚众的“符号”：“古时用以集众，《周礼》

大司马教大阅，建?以致民，民至，仆之，诛后至者，亦古之遗制也。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

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案即建旗）之地位中央矣。”［６］５３－５４距离我们不太遥远的

清人“八旗制”，以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区分不同阶层，能进一步印证“立旗聚众”的合理性。意大利

传教士卫匡国曾形象地描述了八旗在军事战争中的符号功用，它为我们理解旗帜作为分类标志物的特

殊价值提供了参证：

八旗兵包括了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即汉军和鞑靼军。位居第一的白旗是御林军，第二是

红旗，第三是黑（蓝）旗，第四是黄旗。后面的三个旗由皇帝的叔叔们指挥，而白旗则直接服从

皇帝。这四种旗的颜色互相混合，又组成另外四个旗。每个士兵都知道自己的旗色和在城中

的集合地。武器和马匹都在那里，准备随时出征。他们在一个半小时中就可以做好出发的准

备。他们吹响一种样子像希腊神话中海王用的号角，号角一响，他们立刻就知道自己应该去哪

个部队，很快就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这面旗由一个骑马的人带着，竖在身后［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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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探“?”语：“斤”与“生殖崇拜”
显然，从“?”的形符“方人”分析，“?”具有“分类聚众”的符号功效。那么其声符“斤”又能为我们解

码“?”语提供哪些宝贵的线索？

在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古代社会，先民们常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他们的信仰、感情蕴涵在他们

所制造的器物上，并依靠器物形制来构建文字以标示器物。因此我们“不论是探求还是验证古代器物

名的理据，都必须考察它们的原初形制，即其得名的形制。只有这样，才能索得古器物名的真实理据及

其与相关词的族属关系。”［８］３１３我们运用Ｎ级文化编码，考究“斤”的命名依据和象征意义，并顺着该线
索继续考究，或可使我们对“?”语的理解和阐释更有凭藉。

“斤”，在甲骨文中有三种写法： 、、 ，前两者字形相似，下像一把斧头之形，上加一箭头表示斧

头很锋利。“斤”在金文中则有两种形制比较接近的字形： 、。其义很明显，是朝右的两把斧头。虽

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生变化，用途的扩大，形制的增多，材料的改变，人们在“斤”字基础上又制造

了“斧”、“虸”等字，并对它们的功用、材质进行明确界定。但从造型字体的来源看，甲骨文中以“ ”、

“ ”为旁的字本义均与“斧”相关，为“斤”原初义就是大斧头提供了“形制学”上的考查依据：

兵：，本义为“手持战斧作战的士卒”。

折： ，本义为“用斧子将树木砍成两段。

析： ，本义为“用斧子将木头劈开”。

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在考究“斤”的符号功效时，不应该只孤立地讨论“斤”，还要考虑“斤”、“斧”形

制上的关系，关注“斧”的特殊含义。

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黄绮、杨宽两位先生将“文字学”考释和“人类学”究索相结合，提出斧与
男、父相通的观点：“父，（金文多如此），手里拿着斧子，简写为 。为了使左右对称，在右上边加一点，

于是写作‘父’，现在‘斧’字是在‘父’下加‘斤’，斤也是斧子。”［９］２５“在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劳动由成

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全力下组成，‘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成了成年男子和父系家长的称

谓”［１０］３５１，得到学界广泛认可。赵国华、潘绥铭两位学者还根据出土墓葬推测石“斧”不仅是男子使用的

生产工具，也是男根、男性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性别的墓中，在随葬品石斧、锛、凿与纺轮等生

产工具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在１１座女性墓中，……不见石斧、锛、凿、刀等生产工具；相反，在１８
座男性墓中，……其余１５座都分别随葬有石斧、锛、凿、刀等生产工具，而绝不见纺轮与串珠等装饰品。
就是合葬墓也是男女有别。石斧、锛等生产工具放在男性一侧，而纺轮等却放在女性一侧。”［１１］８５无独有

偶，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南京北阴阳营１４５号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共２５件，其中石斧一项
就多达１８件［１２］１４２。这些石器大都加工规整，通体磨制精细，刃部均比较厚钝，未开锋口，也未有使用的

痕迹。这充分表明“墓葬中的石斧和纺轮，不是单纯的生产工具，不是‘男耕女织’的体现物，而是象征

死者性别的标志。”［１３］２６４

远古造型艺术则为合理推测“斧”为男根隐喻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河南临汝阎
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幅《鹳鱼石斧图》。这幅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堪称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彩陶画
上左侧画有一只衔鱼的白鹳，右侧则立着一把柄上画有“ｘ”形符号的石斧（如图１）。贺兰口岩画中亦
发现有数十幅类似这种斧的形象［１４］。这些岩画上石斧有何所指？赵国华、叶舒宪、傅道彬等学者见解

相同，均认为石斧是男根的象征①。无独有偶，在米若斯王国遗址中，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大量作为宗

教象征的精致斧头：“在许多宗教仪式中祭司或者普通的仪式参加者都带有双面斧。专为宗教仪式制

的武器，其形状与战斗用的武器不同，是钝刃的，形式更为精致，有时用贵重的金属例如金、银铸成，并饰

有美丽的图案。”［１５］９５－９６

现在我们再看看甲骨文中“斤”的另一写法 《殷墟文字乙编》八０二二）意义何在？ ，像锄头

３４１

①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６４．又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６２７．还见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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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部轮廓之形。因其象形，韦昭曾注“斤”为“形似锄而小”。与此相关的文物有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鹿

角锄 和唐兰释为“斤”的符号
［１６］
。章炳麟则用人类学的旁证来推测其意义的可能性：“今浙东

所用斫柴者是其遗制。背厚刃薄。作五面形。其本字当作 。”［１７］６４０叶舒宪则大胆推测“这个圆头形的

椎体与其说像古老的石斧，不如说更像一个男性生殖器。”［１８］６１０

用于松土和除草的农具，“锄”具有男性生殖文化意义在西方学界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弗洛伊

德就说过，男性生殖的象征“尤以锄犁为最”［１９］１２４。卡纳也说：“锄头是耕种的工具。农人拿锄头挖开地

母的泥土，然后把种子纳入其中，结果便产生出新的作物。这与男子使女性怀孕后产生新的生命，遵循

着同样的创造规律，所以锄头可以用来表示男子的生殖。”［２０］１６４

这一观点也得到考古学知识的印证和支撑：“良渚文化中有一种石锄，以其两侧的折角表示阴茎头

冠（图２）。”［２１］“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二十年代在仰韶村发现的四个五千年前的陶制阳具（图３），有两
个为椎体，其形态与甲文斤字合若符契。另外两个为三角形，倒更像斧的侧视图，而在安阳出土的一个

玉制阳具上，像斧之形的三角形与像阳具的锥形竟奇妙地统一为一体了”［１８］６１０。

　　图１　鹳鱼石斧图转引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２６页）

图２　石锄（良渚文化 梅堰）

图３　仰韶村出土椎体和三角形陶制阳具

上述Ｎ级编码的深入解码，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从“方人”从“斤”，“方人”具有“分
类聚众”之符号功效，而“斤”则是古代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蠡测，“?”做为古代的

一种旗帜，原初的功用应是号令全民聚集，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祈求部族人口繁多茂盛。

四　三探“?”语：“交龙为?”与“有铃曰?”解
古书中关于“?”的形制记载不少，但分歧不大，主要集中于“交龙为?”与“有铃曰?”两种：

《说文·方人部》：“?，旗有众铃，以令众也。”

《尔雅·释天》：“有铃曰?。”

《释名·释兵》：“交龙为?，?，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诸侯所建也。”

《周礼·春官·司常》：“诸侯建?”。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像其升朝，一象其中下覆也。”

《诗·周颂·载见》：“龙?阳阳，和铃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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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画交龙”和“悬铃”的“?”在古代无疑都确实存在过。对“画交龙”或“悬铃”之

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从中调停，如郭璞说：“悬铃于杆头，画交龙于旒。”这种解释只是综合前人文献资

料，结合汉代存在的旗帜，对“?”的可能形制进行推测，它向后世提供了可能的“然”，而未能言明“所以

然”。我们从古人的生殖崇拜中或许能找到合理的解释途径。

前人主要从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来考究龙的符号功用。这些资料丰富，不做深层探讨。两种而言，

我比较赞成龙是男子生殖器象征一说。该观点反过来使聚众祭祀、祈求多子的“?”上有龙理所当然。

“有铃曰?”，历代解读者多未突破《说文》、《郭注》的匡限，基本上处于“引而不析”状态，让后人对

“?”的形制及“悬铃”位置（铃著籠端？悬铃于杆头？）①猜疑不定。所幸的是西周的《毛公鼎铭》“朱?

二铃”，《番生簋铭》“朱?、旃、金枋二铃”，《师克
"

》“赐汝朱?”，《大盂鼎》“赐乃祖南公?”，《善鼎》

“赐汝乃祖?，用事”等证实了《尔雅》记载的正确性。近来的考古资料，如洛阳北窑西周墓 Ｍ４５３出土
的铜干首和平山战国中山王墓 Ｍ１、６出土的大型铜干首都是诸侯用旗的干首，干首上留有系铃的地
方［２２］，则为我们理解“?”的形制提供了“物证”。

“?”上悬铃及位置已经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证实，但前人很少考释悬铃的功能。而这恰好是我们

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此，笔者不揣简陋，拟结合“铃”的形制、特点对此进行初步蠡探。

《说文·金部》：“铃，令丁也。铃似钟而小。然则镯铃一物也……在?上者亦曰铃”“铎，大铃也。”

受此文献的影响，“铃”的归类出现争论。大部分音乐史著作认为“铃”是一种乐器。与此观点不一致的

认为“铃”，尤其是“?”上的“铃”只能是一种响器［２３］。我们在此姑且不再深入探讨“铃”的归属问题。

但常识告诉我们，不管是作为乐器的“铃”，还是响器的“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那就是能够发出声

响。而正是这个特征，使之在宗教祭祀中具有神性象征意味。

为了沟通天人，古人在祭祀活动中多利用乐器、法器或响器发出声音。叶舒宪先生以四重证据法释

读夏禹“神鼓”和凌家滩“玉签”文化象征意蕴的实践为我们理解古人祭祀活动中“尚声”行为提供了认

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图４）。在他看来：“无论是单独发布声音信息的信号鼓，还是仪式性奏乐体系
中的一种乐器，其最初的根源都在于神鼓信仰背景和史前社会宗教领袖沟通神鬼的仪式性活动”［２４］。

“玉签应该就是一种通阴阳天地的占卜法器。……玉签如果在玉筒里摇的话能发出美妙的玉音。古人

对玉音的神秘感悟能力从成语金声玉振就可以看出大概。这会不会是当时的一种发声的法器？后来出

现的陶铃、铜铃也是这样一种圆筒状”［２５］。

图４　凌家滩Ｍ２３墓主腰间玉铃（签）筒

民间口传活态文化和跨文化材料为证明“铃”的沟通性功能提供了辅证：在萨满教中，巫师身上金

属法器发出的各种碰撞声，都具有赶鬼驱邪的功能意义。在北方，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萨满都要使用

腰铃。最早的腰铃为石头制作，现多为铁制。……萨满腰铃撞击，意味着萨满升入自然宇宙，身边风雷

交鸣，行途遥远广阔。同时人们认为，腰铃响不是人摇动的，而是神的支配，是神来、神走时震动的声

音［２６］。土家族农户小孩生病，土老师作法时，右手执一柄上装有６个铜、下装有彩色布条的法器，按于
腿上，脚尖着地，上下摇动铜铃作响；左手执一有柄师刀，柄上的一大铁环上套许多小铁圈，执柄挥动，叮

当作响。土老师边摇环铃，边念其词［２７］６６，８８。无独有偶，《圣经·出埃及记》第２８章中也记载了祭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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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铃著籠端”的观点始于李巡，“悬铃于杆头”的见解发端于郭璞，后人多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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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作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

不至于死亡”。弗雷泽在全面分析世界各地类似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使用铃或钟的目的主要在于其

吸引力，而不在于驱逐力。”［２８］５３９

唐启翠依赖于文化大传统的发现，索解“工史书世”谜题，更进一步证实“铃”具有沟通天人的功能：

“若综合考察史官册赐用事的?铃和遒车之使徇以木铎、圣人振铎、鸾车和鸣等神话以及出土铃铎的法器

意义等等。史所执原型取象更接近于摇鸣性法器铃铎……礼乐仪式中铃钟鼓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人声延

伸的媒介物和通神灵的法器。”［２９］《周礼·春官·巾车》：“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表明其并非臆测。

上述我们主要从“铃”作为一种有声象征符号所具有的神圣意味进行推测。让人奇异的是，我们对

出土“铃”的形状与出土阳具进行对比，会发现它们具有相似性。这或可为悬铃的“?”聚众祭祀，祈求

生育的神圣意义提供视觉符号上的印证（见图５－图７）。

图５　仰韶村出土椎体和三角形陶制阳具

图６　二里头青铜铜铃　　　　　　　　　　　图７　湖北天门石河岭陶铃

顺便补充的是，三门峡虢国墓地２００１号墓出土一组兽面纹编铃，铃体多为上窄下宽的合瓦结构，内
含铃舌（如图８），这样铃舌和铃体给人“三足鼎立”之感。赵国华先生对“三足”的男根象征意味①的阐
释或许能为我们推测“铃”之特殊含义提供参照。从这一点而言，古人制作与“钟”形状类似的“铃”，却

让其内多一铃舌或铃棒，个中因由不能简单归于它“摇奏振舌而鸣”的发声方式吧？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贵族墓中出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共存的情况（如图９）。这一
方面说明墓主人应该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另一方面也与《诗经》“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描写契合，这

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推测：“龙”和“铃”作为具有与祭祀礼仪相关联的功能符号，出现在聚众祭祀的

“?”上是完全可能的。

图８　兽面纹编铃 图９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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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通过对“三足乌”、“三足鼎”的分析，提出基于男根的组成结构（一阴茎二睾丸），古人常用

“三足”来象征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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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笔者用Ｎ级编码理论解码“?”语，认为“?”的原始功用在于聚众祈求子嗣，因而“?”上画
有生殖象征意义的“交龙”，或悬能通过视听功效，与神力沟通的“铃”，这种思考仅为一孔之见，非文字

材料的例证虽然重要，但也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有待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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